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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贫困县规划统筹策略及脱贫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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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而中西部地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文章运用自
组织理论，分析了湖北2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口、产业和空间的城镇化“自极化”特征，揭示了外部作用薄弱—边界作用抑制—
内部作用极化的形成机制，从空间、等级和职能三个方面提出了城镇体系的规划统筹策略，并结合湖北贫困县的实践经验提
出“两个转移，一个对接”的脱贫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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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Planning Strategy and the Pat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 Stricken Counties of Hubei Province/
Liu Lingyun, Lu Xuan, Lin Xiaoru, Guo Jian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our country has already entered into the sprint phase. Mid-western regions are major area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polarization” in population, industry and space of 25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Hubei Province by means of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eak external 
role-restraint of boundary role-polarization of internal role”, and puts forward overall planning strategy of urban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space, hierarchy,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of “two transfers and one docking” based on experience of 
Hubei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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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制定了“2020 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
目标，全国进入了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201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指导思想，倡导“发展特
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
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等实施方略，并设立了“贫
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 [1]。
截至 2017 年末，全国贫困人口为 3　046 万，贫困发
生率为 3.1％ [2]，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
攻城拔寨的冲刺期。在冲刺期，脱贫政策要求内容更
具体、目标更明确、措施更精确，并且与惠农、支农、
国家区域、空间发展等政策联系更紧密。在此背景下，
县域层面的规划统筹将为扶贫攻坚计划提供科学、系
统、精准的支撑。
本文以湖北 25 个国家级贫困县①为例 ( 图 1)，分
析了其城镇化“自极化”特征与形成机制，从空间结
构、等级结构及职能结构三个方面提出城镇体系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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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各县人口情况进行比较，发现
县域总人口数无一例外呈下降趋势，人
口流失现象突出，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
贫困县的城镇化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缘
于总人口的外迁 ( 图 3，图 4)。
1.2.2 城镇人口规模小，人口向县城
迁移
湖北贫困县地域广阔，人口分布
稀疏，人口密度大部分在 200 人 / 平
方公里以下。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县
城人口规模在 6 万～ 20 万，低于湖北
县域的平均水平。小城镇镇区平均人
口规模为 0.7 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万 )，诸多城镇的人口规模已处于
建制镇要求的最低线 [4]。从县域的人
口规模等级结构看，贫困县的平均首
位度为 2.38，规模等级结构扁平，处
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根据问卷调查结
划统筹策略，并详细阐述了“两个转移，
一个对接”的脱贫路径。
1 湖北贫困县城镇化“自极化”
效应
1.1 贫困与“自极化”
自组织系统②在外部资源极度稀缺
的情况下，其内部结构会相应做出调整，
产生“自极化”效应 [3-6]。“自极化”
效应是指系统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某些
子系统可以不断地吸纳有利因素，为自
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竞协机制
下，优势子系统不断强大，弱势子系统
不断弱化(甚至消亡)，造成了两极分化。
城镇化“自极化”效应是指城镇化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一定区域内，某
些具有优势的城镇能快速吸引人口、产
业和土地等要素，不断壮大扩张，而其
他城镇则被排挤、制约，发展缓慢甚至
倒退，城镇体系最终在规模、职能和空
间上出现两极分化的过程。观察发现，
湖北广大农村地区长期面临发展缓慢甚
至衰败的问题，尤其是贫困县均出现了
“人口向县城极化”“产业向工业极
化”“空间向沟谷极化”的现象，造成
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资源的稀缺，是城镇
体系自适应的外在表现。
1.2 湖北贫困县“自极化”特征
1.2.1 城镇化率低，异地城镇化现象
明显
2015 年，湖北贫困县平均城镇化
率为 38.7％，明显低于当年湖北全省
城镇化率 (56.8％ )，处于城镇化发展初
期阶段 ( 图 2)。将 2005 年、2010 年、
图 1 湖北 25 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布图 图2 湖北贫困县域和全省、全国的城镇化率比较示意图（2005～2015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整理。
图4 湖北贫困县域城镇人口变化示意图（2005～2015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整理。
图 3 湖北贫困县域总人口变化示意图（2005 ～ 2015 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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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特征 [7]，具体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星月圈层型、沟域枝状型和河谷走廊型
( 图 5)。从近十年的数据看，城镇用地
扩张主要集中在相对平坦开阔的地域，
深居沟域内的小城镇面貌变化不大。以
麻城为例，位于县城附近的中馆驿镇、
阎家河镇、宋埠镇和白果镇近年来城镇
规模扩张明显，而其他海拔较高、交通
闭塞的城镇发展十分缓慢。
1.3 湖北贫困县“自极化”形成机制
1.3.1 城镇化自组织空间演化机理框架
已有研究对农村城镇化的影响因
素和动力机制 [8-12] 均有所涉及，但仍然
缺乏系统的城镇化空间演化机理分析框
架。结合湖北实证，本文构建了外部作
用—边界作用—内部作用的城镇化自组
织空间演化机理分析框架 [3-4]。通过研
究发现，湖北贫困县城镇化“自极化”
形成机制为外部作用薄弱—边界作用抑
制—内部作用极化 ( 图 6，图 7)。
1.3.2 外部作用薄弱
自组织系统的外部作用包含自然作
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三个方面。从
自然作用看，湖北贫困县具有较强的自
然、农业属性，对资源型产业具有很强
的依赖性，然而这类产业一般集聚度不
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也不足，在经营规
模上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城镇化带
动作用有限。因此，在工业化背景下，
湖北贫困县市场要素流动和配置明显处
于弱势地位，长期面临劳动力“剪刀
差”、土地“剪刀差”和金融“剪刀差”
等发展要素“净流出”问题，长期“失
血”成为阻碍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障
碍 [13]。从政府作用看，县处于全国行政
体制底层，现有的财政体制和“市管县”
模式从税收和项目等方面剥夺了县的发
展机会 [14]。例如，根据我国的财税体制，
省级以下行政单位普遍实行“层层包干”
制度，县往往成为被“压榨”的最底层，
大部分的税收都被上层机构“分享”。
同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由于“市管县”
行政体制的约束，县的竞争力和获取资
源能力十分有限，大中城市抢夺县资源
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依靠行政命令强夺
资源。
1.3.3 边界作用抑制
湖北贫困县城镇化边界开放性不
强，具体体现在地理交通条件 ( 有形
边界 ) 的束缚和政策制度设置 ( 无形边
界 ) 的抑制。从地理交通条件看，一方
面，湖北贫困县多处于秦岭、大巴山、
武陵山、大别山和幕埠山的山区，交通
建设难度大、成本高，山地地形极大
地束缚了其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
湖北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
硬件无绝对优势，且流通性不强，对县
域城镇化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 图 8)。从
政策制度设置看，制度的封闭、开放或
倾斜状态能改变县域与外界的关系和
果显示，72％的人口向县城迁移的意
愿明显，县城出现“自极化”趋势，
少数发展较快的贫困县县城人口增长
较快。
1.2.3 工业增长加快，第一产业萎缩，
第三产业无力
湖北贫困县基本处于工业化初级
阶段，经济发展以工业为主导力量。
2005 ～ 2015 年，三次产业产值均呈增
长态势，结构由 34 ∶ 28 ∶ 38 调整到
23 ∶ 38 ∶ 39。对比可知，第一产业
比重减少了 11 个百分点，呈现相对萎
缩的状态；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最快，增
加了 1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变化
不大，增长缓慢，动力不足。
1.2.4 城镇单中心沿沟、沿河、沿路
分布
湖北贫困县以山地地形为主，城镇
空间呈现单中心、沿沟、沿河、沿路分
图 5 湖北贫困县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三种类型示意图
图 6 城镇化自组织空间演化机理分析框架图 图 7 湖北贫困县城镇化“自极化”效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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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要素交换的规则，从而对县域城镇
化起到抑制、释放和激励作用。总体而
言，湖北县域城镇化经历的萎缩徘徊—
补偿增长—差异演化—深度分化四个
发展阶段[3] 是被掠夺和边缘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制度和政策起到了
一定的抑制作用 ( 图 9)。
1.3.4 内部作用极化
在外部作用薄弱和边界作用抑制的
背景下，县域城镇体系呈现三重“自极
化”现象。
(1) 规模等级结构“自极化”。县
城利用城镇发展的众多关键要素与小城
镇形成不对等的竞争关系。县城在产业
项目、财政收入及城镇用地指标分配等
方面对小城镇进行挤压，越是落后贫困
的地区，县城对其“剥削”越严重。在
县城不断壮大的同时，小城镇的发展被
搁置，乡镇发展动力不足，难以提供就
业岗位，居民被迫选择由村向镇迁移甚
至由村、镇直接向县城迁移，形成“大
县城 + 小城镇 + 空心村”的极化等级
结构。
(2) 城镇职能结构“自极化”。工
业由于可以规模化生产、收益率高，相
比农业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和服务业
对当地市场的高要求，其对资本的吸纳
能力更强。湖北贫困县目前资本投资主
要集中在工业和房地产业。其中，工业
以采矿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为主，资源加工型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
主导地位 [15-16]，相当数量的资金、土地
和劳动力资源被注入到工业领域，使得
县域的工业发展迅速，而农业、服务业
受到一定挤压。
(3) 城镇空间结构“自极化”。人
口的迁移、工业的集中都需要充足的
空间作为载体，湖北贫困县地处山区，
适合集中开发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
海拔较低、地势平坦、交通便捷的沟
谷、县城及邻近地区成为建设开发的首
选地域。
2 湖北贫困县规划统筹策略
2.1 加强空间非均衡性 
湖北贫困县的“自极化”发展特点
是城镇体系适应外界作用做出的适应性
选择，空间向非均衡演变是脱贫发展的
必然选择，规划应因势利导，采用“一
心 + 一圈 + 一环”的结构统筹县域城镇
空间。“一心”指县城，该区域应充分
发挥县域中心城市职能，依托自身行政、
空间和交通等优势，成为县域工业经济
中心、综合交通中心、商贸物流中心、
旅游服务中心和科技文化教育中心。“一
圈”是开阔的沟谷地带或县城周边地区，
是县域区位条件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
较强、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最高、最适
宜人居和产业集聚的区域。“一圈”的
建设有助于增强县域以工哺农、以城带
乡的能力，形成“多马拉大车”整体推
进的格局。“一环”是县域林地、农业、
旅游资源丰富，环境承载力较弱的地区，
图 9 制度设置对湖北县域城镇发展的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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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湖北与其他省份的交通运量比较示意图 (2016 年 )
资料来源：根据 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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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区位条件决定了难以实现工业的规模
化，同时该地区承载着丰富的自然景观
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并且具备发展特
色农业和旅游业的条件。“一环”地区
应鼓励发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和
现代农业 ( 图 10)。
2.2 上移城镇等级结构重心 
湖北贫困县的城镇资源短缺导致
城镇化动力十分有限。城镇规模整体偏
低，且数量较多，降低了城镇体系的整
体辐射和带动功能。由于起步低、规
模小、数量多和动力弱等问题，城镇普
遍增长模式的效率低下，“弱城 + 小
镇”的“自分散”体系需要向“大城 +
强镇 + 弱乡”的“自极化”体系转变。
集中资源强化县城和少量中心镇的发
展才能有效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
首先，县城是主要的发展引擎，可联合
周边临近城镇实现快速极化；其次，中
心镇承担沟域板块副中心职能，应适度
扩张其规模，而一般乡镇人口要实现精
明缩减；最后，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应由
县城—乡镇向县城—中心镇—　一般城
图 11 “两个转移，一个对接”的脱贫路径示意图
镇转变，实现人口梯度迁移和城镇等级
结构重心上移。
2.3 明确城镇职能分工
湖北贫困县地广人稀，矿产、水
能和特种植物资源丰富。随着部分城镇
旅游资源的开发、交通区位优势的显
现，县域产业应朝着农业特色集聚 ( 板
块化 )、工业园区集聚 ( 园区化 )、三
产节点集聚 ( 节点化 ) 的方向发展。县
城成为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人口、产业最集中，职能比较完善。中
心镇是重要发展节点，职能相对专业，
同时担负沟域板块的服务功能，带动周
边乡镇发展，支撑全域均衡发展，包括
门户型、交通型、市场型和旅游型等城
镇类型。一般镇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
资源禀赋，以服务特色农业为主要职能。
3 湖北贫困县脱贫路径
3.1 脱贫总路径：“两个转移，一个
对接”
湖北贫困县的脱贫关键在于县域范
围内产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人民生活品
质的全面提升。而产业的升级转型和人
民生活品质的提升都是通过人的转移、
关键要素流动，以空间为载体，以产业
发展作为内生推力而实现的。因此，结
合对湖北贫困县“自极化”效应分析，
笔者认为湖北贫困县实现高品质城镇化
的关键是做好“两个转移，一个对接”，
即做好人口转移、空间转移和县域内部
地域性产业的高效对接。在人口转移方
面，鼓励“一环”人口向“一圈”“一
心”地区转移，保证居民点空间布局紧
凑集约、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公平，
通过“迁村并点，下山脱贫”，提高山
区人均资源占有量和土地产出效益；在
空间转移方面，主要是根据占补平衡和
生态保护原则，对县域城镇用地进行均
衡调控，提高使用效率，抑制以中心镇
为主导空间的“一圈”区域的粗放发展
惯性，减轻环境压力；在产业对接方面，
以“一圈”“一心”积极带动“一环”
发展，实现山上、山下产业对接，三次
产业对接和投融资对接，推动产业持续
滚动向前，最终实现人口、产业、空间
有序流动、高效配置，通过先富带动后
富 ( 图 11)。 
3.2“两个转移”路径
3.2.1“一心”—以城转农，就地
城镇化
“一心”即县城，是县域城镇化的
核心区，其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一
圈”“一环”所释放的劳动力的迁入，
通过县城在区域范围内的磁极效应和规
模集聚效应，实现对产业的持续吸引和
人口的迁入与集聚。以城转农策略，即
县域范围内从“一圈”“一环”转入的
外来人口通过解决住房和就业问题，实
现农民身份的就地转变。县域的服务业
门类多，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上岗门槛
低、数量多的生活性服务业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成为进城农民的主要就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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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
“一心”
“一心”
“一圈”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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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支持。
3.3.3 突破边界，产业融合
湖北贫困县拥有优越的文化旅游资
源条件，如十堰六县、鄂西南恩施大峡
谷八县和鄂东八县红色旅游片区等，应
将特色旅游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推动
分片区联动发展 [18]。一方面，应加强各
旅游景点间的区域统筹，打破乡镇边界，
连贯旅游路线，促进区域间资源的转化、
流通、重组和联合，推动县域三次产业
一体化。另一方面，应加强三次产业之
间的联系，鼓励特色旅游业向新型农业、
资源型工业渗透延伸，即推动特色农业
旅游化和工业旅游化，建立融合型产业
新体系，提升整体竞争力。
3.4 支撑体系路径
支撑体系主要由区域交通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构
成，总体路径是“动脉带动、设施共享、
生态保育”。
3.4.1 区域交通设施：动脉带动，交通
一体化
湖北贫困县大多位于省际边缘地
区，交通条件具有边缘性和过路型特征。
由于高山丘陵、河流沟壑等自然条件影
响，交通运输受到极大限制。一方面，
应利用省级边缘的交通优势，构建内畅
外联、通城达乡的复合型交通系统，提
升省域间主要交通线的对接度和交通站
场、高速路覆盖率，保证区域交通的一
体化。另一方面，应强化“一心”与“一
圈”“一环”的交通联系，通过减少公
路班线，引导县域内公交化客运线路组
织，减少乡镇间的通勤路程，保证城乡
间联动发展与流通无障碍。
3.4.2 公共服务设施：设施共享，公共
服务均等化
湖北贫困县发展动力不足，导致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赊
账”。实施设施优先战略，以设施先行
集中建设带动中心区与重点镇的人口聚
3.2.2“一圈”—以业聚农，就近
城镇化
“一圈”是中心镇所在区域，作为
县城与周边农业服务型乡镇的中间联动
地带，往往具备相对优越的对外交通条
件，鲜明的主导产业特色和良好的人口
规模基础，既为山区一般乡镇提供了基
础设施支撑和生活服务配套，又强化了
山区一般乡镇与县城的要素流动和功能
互动。未来应重点强化中心镇的工业带
动作用，使其成为县域范围内经济增长
的关键区。同时，在该片区可通过延伸
原地域性支柱产业链条，适当发展劳动
密集型工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和三产
服务业等产业，提升就业岗位容量，吸
引“一圈”“一环”范围内的农民向各
中心镇区集中，完成乡镇农民的就近城
镇化，即引导镇区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引导劳动力向服务业、农特产品加工业
等领域转移，引导社区农民以高效、规
模化经营农业为主要就业领域。在与人
口流动对应的空间载体上，通过农民宅
基地换房、换保障，在镇区范围内利用
统规自建、统规统建等多种方式，加快
农地流转与人口城镇化。
3.2.3“一环”—以特富农，迁移
城镇化
“一环”指县域范围的一般乡镇，
这类乡镇多处于高山深处的生态敏感地
区，布局分散、交通联系薄弱、经济落后，
城镇化条件受到生态制约力约束。因此，
该区域以异地迁移式城镇化为主，鼓励
集约式的迁村并点、下山脱贫，支持山
区偏远乡镇和贫困乡村的健康收缩。此
外，该区域拥有多元化的农业、林业和
旅游资源，适宜发展特色农林业、特色
生态旅游业，因此应以生态保育为主，
以农村城镇化为辅，适当发展特色农业
旅游与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17]。本地的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结合“大分散、
小集聚”的居民点体系进行低生态影响
的配置与提升。
3.3“一个对接”路径
产业功能是县域的基本功能，推
进贫困县脱贫必须强化产业的牵引力。
在“农业板块化、工业园区化、三产
节点化”的策略下， 运用“一心 + 一
圈 + 一环”的空间结构，引导形成“山
上搞基地、山下搞加工”，“山上搞
观光、山下搞接待”的产业格局，实
现三次产业的全域对接。
3.3.1 资源整合，企业带动
湖北贫困县拥有丰厚的特色农产
品，如麻城的国家级油茶、房县的燕耳、
竹溪的魔芋和郧西的黄姜等，种类繁多、
品质优良、产值不俗。湖北贫困县的第
一产业虽有部分当地企业带动，但大多
规模小、基础弱、知名度不足，需加大
机制创新力度，通过合资控股、多元入
股或出让兼并等方式招商引资，引进最
新生产技术，整合农产品资源，形成“大
企业＋小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有
条件的乡镇可结合旅游资源发展特色农
业、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等，实现县域
传统农业规模化、特色化和三产化。 
3.3.2 园区吸纳，联动发展
湖北贫困县内零零散散分布着各类
工业园区或镇级工业集中区，产业准入
门槛低，产业类型杂乱，用地粗放，空
间破碎。首先，宜实施“工业向少数园
区集中”战略，在县域内划定一定范围
的产业园区并进行统一管理，促进多个
园区的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突出特色，
联动发展；其次，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县
资源型经济的开发，优化工业空间布局，
从而形成特色“区位品牌”，提高贫困
县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再次，引进劳
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改变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的现状，吸
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县城与重点城镇集
聚，同时也能吸引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就
业、创业、置业，实现就地城镇化；最
后，政府在招商引资、园区道路配套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宜给予园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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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与乡镇居民点分级高效重组。鼓励当
地企业、社会组织等加入其中，创新多
样化的建设融资渠道。同时，设施服务
边界不以乡镇界线分割，视情况增加规
模，以扩大服务半径，兼顾便捷性、经
济性，努力做到县城、镇区与乡村的服
务基本均等化。
3.4.3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保育，资源
集约化
湖北贫困县大多位于省级生态保护
红线内，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资源紧缺。
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严格把控空间管制
要求，通过对生态敏感度、承载力的预
测，依照容量指标进行开发和建设。对
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及自然
灾害高危区进行退耕还林，鼓励生态移
民，使村民下山集中居住和就业；对有
条件的山区农林用地，可适当发展农、
林、渔、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提高资源
的集约利用程度。
4 结语
纵观我国的扶贫工作历程，整体上
遵循先“解决温饱”后“全面小康”，
先“区域整体”再“精准突破”的逻辑
线索。“精准突破”需摆脱救济式扶贫
和开发式扶贫“两层皮”的做法，重新
探索一种能结合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
和自下而上的“个体参与”，充分尊重
贫困者主体意愿和行动的新模式。自组
织理论在微观层面研究个体选择、在宏
观层面揭示城镇化演化规律，具有显著
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空间性，而基于该
理论的湖北县域城镇化“自极化”效应
分析、规划统筹和脱贫路径有助于地方
政府实现扶贫攻坚的“精准突破”。
[ 注　释 ]
① 2017 年，湖北有 25 个县 ( 市 ) 被列入国
家级贫困县名单，分别是：利川市、建始
县、巴东县、恩施市、宣恩县、来凤县、
咸丰县、鹤峰县、郧西县、竹山县、竹溪
县、郧县、房县、丹江口市、英山县、罗
田县、麻城市、红安县、蕲春县、长阳县、
秭归县、孝昌县、大悟县、阳新县和神农
架林区。这些县 ( 市 ) 分布在鄂东大别山、
幕埠山和鄂西秦岭及武陵山等地，基本都
是农业大县、工业弱县和财政穷县。
②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维持必须满足四个条
件：开放系统、非平衡、涨落有序及非线
性作用，条件一旦成立，自组织机制便被
激活。自然界的生物群落、优胜劣汰和生
物演化是自组织的，人类的社会演进、制
度变迁和经济繁荣也是自组织的，包括城
镇化也是自组织现象。城镇化是农村人口
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受
到国家宏观调控 ( 他组织 ) 的影响，但是
从微观看，定居、择业和购房等行为都是
个体安排决定的，是自组织过程。城镇化
具有自组织性，其演化遵循一定的生长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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